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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至30年代，顧頡剛為了打破漢族純潔性的神話，曾認為正是由於異

族及異文化（如五胡、契丹、突厥和佛教徒）的貢獻，中華文明才得以延續。然

而，在其著作中，中華（或稱華夏）與異族的交往卻並未被視為混合型中國文化

進化的過程，也沒有被認為對中國文化的再生有甚麼貢獻，而是僅僅當作漢人

努力奮鬥以保存中華文化的經歷。對此，美國漢學家施奈德（Axel Schneider，又

譯施耐德）評論說，顧頡剛持極端的「夷狄」觀念，出於宣傳的需要，常常重複中

國傳統史學的成見，來講述正在興起的民族主體如何戰勝胡人；在此過程中，

顧成功地把中華民族主體的定義局限於漢人，從而抵消了他自己為把其他種族

引入中華民族所做的努力1。在這Ã，我們姑且將顧的思想看作一個分水嶺，至

少注意到他在中華民族中加入了少數族群的元素。

近年來，隨Ü民族問題的日益凸顯，愈來愈多的專家學者也開始關注於中

國作為多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各族群關係，以及各個朝代為處理民族問題而

採取的相關民族政策。由此得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是：「中國」的多民族性質和

「華夏」的多民族來源，帶來了以多民族共存為前提的「天下思想」。在此基礎上，

民族屬性被視為一種可以後天發生改變的屬性，即「蠻夷戎狄」如果接受了「華夏」

的文明方式就是「華夏」；而「華夏」如果接受了「蠻夷戎狄」的文明方式就是「蠻夷

戎狄」。換句話說，一部五千年的中國史，根本就不能簡單地認定是一部充滿了

「中國人」歧視、壓迫其他民族的歷史。從多民族角度來看，它更是一部「華夏」

與「夷狄」不斷同化、融合，而且「華夏」不斷吸收消化「夷狄」，「夷狄」不斷變為

「華夏」的歷史。事實上，這確實為中國「多元一體」民族格局的建構提供了歷史

性的理論依據，也為現在促進族群團結，共建和諧社會奠定了實踐基礎。

但是，這一論述卻使更多的人抱Ü一種「非此即彼」的單一觀念——「天下思

想」，即憑藉文化的吸引力來促使不同族群的「華夏化」，並以此「華夏文化主義」

民族觀來認識古代的族群關係，而不能清楚、準確地把握中國歷史上所實施過

的各項民族政策，更談不上對其積極或消極的後果進行評價。由此，這一論述

一方面無法幫助現執政當局參照政治傳統和文化傳統制訂出適合中國現階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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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執政當局全盤地按照西方的模式來認識中國的族

群關係和處理民族問題，沒有對緩解族群緊張關係發揮積極的作用。

因此，是否可以說，從二十世紀初期（或者更早）到現在，中國人一直在以

一種封閉策略撰寫中國民族線性的歷史，很少甚至沒有在歷史的縫隙和裂紋中

去反讀歷史？歷史學家利用所謂的「歷史公式」，最終「鑄造出」一個統一、連續

的民族主體2。因此，釋放被壓抑的歷史成為現階段我們重新認識族群關係，解

決民族問題的前提。

一　中國民族觀的雙重性

在現代民族國家誕生以前，中國存在Ü明顯不同於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文化主義」，即一種對於文化自身優越性的信仰，而無需在文化之外尋求合法

性或辯護詞3。「華夏文化主義」（「天下思想」）把文化，即帝國獨特的文化和儒家

正統，看作一種界定群體的標準。群體中的成員身份取決於是否接受象徵Ü效

忠於中國觀念和價值的禮制，而這些觀念和禮制是以皇帝為中心的。「天下向

化」、「四夷賓服」才是天下本來的秩序，在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Ã，都有

「夷狄的中國化」現象。

在「夷狄的中國化」進程中，像唐朝那樣由「中華」同化「夷狄」的實例固然有

之，但更多的是「夷狄」主動同化，甚至許多王朝的統治集團本身就是「夷狄」出

身，即所謂「舜為東夷之人」、「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五胡十六國時

代，胡人在中原建立政權，儘管任何胡族政權都沒能統一整個中國，但他們都

自認為是中國的正統王朝，或以此作為目標。即使遼、元、清這樣的征服性王

朝，為了統治的需要，也會主動接近漢人，模仿中華王朝的制度，甚至主動全

盤採用中華文明。異民族進入中原，統治中原，接受中華文化，甚至建立中華

王朝，是中國形成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和多民族統一國家傳統的社會背景和主

要動因，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式之所以能夠超越時間和空間不斷發展，就是

因為它在處理民族問題上，表現出一種「文化主義」的傾向。

顯而易見，中國最初的民族思想注重的既不是人種，也不是地域，而是以

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為代表的文明方式。區別某個人或某個群體或

為「華」、「夏」，或為「蠻」、「夷」、「戎」、「狄」，其首要標準是其認同於何種文

明方式。然而，中國歷史上就只存在這一種區別民族共同體的方式嗎？在此，

歷史再一次遭到壓抑，在「文化主義」這條主線之下，「種族中心主義」其實在各

朝各代都曾與之交替出現，卻往往被歷史學家為了滿足現代的某種話語需要而

驅散。但正是這些被壓抑Ü的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解釋現存或歷史遺留

的問題的可能。

眾所周知，在太平昌盛時期，朝廷對少數族群往往採取比較寬鬆的民族政

策，社會對族群成員往往持積極包容的態度，「華夏文化主義」便是受人吹捧的

對象。此時，國家彷彿是一個不存在的實體，只有文化共同體在發揮效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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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夷狄入侵中原，國家動蕩不安之時，「種族中心主義」便浮出水面，替代

「華夏文化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流趨勢，朝廷對少數族群也採取排斥態度的封閉

政策。

例如十二世紀金人入侵，部分士大夫完全放棄了天下帝國的發散型觀念，

取而代之的是界限分明的漢族與國家的觀念，夷狄在其中全無任何地位可言。

這種「種族中心主義」的「中國觀」，可上溯到《左傳》中的一句話：「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無疑，宋朝對族群國家的表述最為強烈，利用「種族中心主義」把朝廷

與人民維繫在一起，朝廷甚至在此基礎上希望在鄉村群體中培養出國家的觀

念，因此在村民中便湧現出以漢族和宋朝（國家）名義抵抗金人侵略的事h。但

是，這種「華夏文化主義」與「種族中心主義」的民族觀，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興

起之前的最後一個帝國Ã，卻不再孤行於世，而是並駕齊驅，貫穿於清王朝的

始末。正如芬徹爾（John Fincher）曾指出的，「文化主義」與「種族主義」相互糾纏

在一起，致使「歷史學家找不到滿意的詞彙給傳統中國的政治群體做出一個絕對

性的定義」4。

二　清朝「文化主義」與「種族中心主義」的民族觀

「民族與國家」，是一個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主題。這個主題之所以形

成，首先是與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清朝的民族思想以及國家思想有關。

與歷代的王朝相比，清王朝統治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為數眾多的族群，它的

版圖也大大地超過明王朝。在傳統的專制王朝體制被推翻以後，清王朝的版圖基

本上被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有人認為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出現民族

問題的根源。然而事實上，民族問題，從形式上來看可能會發生在領土層次上，

但實際上並不一定與此有關。即使是同樣處在清朝統治之下，中國西部和北部的

內蒙古、西藏以及新疆的維吾爾地區，在進入中華民國時代之後，就開始出現了

要求獨立的聲音；而在清朝堅持「改土歸流」政策的中國西南地區，不僅沒有出

現民族獨立運動，而且湧現出許多摯愛中國甚至為之灑熱血、獻生命的非漢族

人士。可以看出，對於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它在前民族國家時代中被造就的「國

家意識」，可能影響到其在進入民族國家時代以後對於所屬國家的認同。

由元朝開始的土司制度，雖然在中華帝國傳統的「以夷制夷」思想的延長線

上受過唐宋時期羈縻府州制的影響，但是比起由漢人所建的中華王朝來，元朝

有Ü不同的一面——在尚未滲透中華文化的地區確立起了國家主權，這實際上

是超越了以往的中華王朝傳統。元朝之前，王朝對周邊的非漢民族，實行的主要

是「羈縻政策」。王朝對少數民族的統治，是通過少數民族的酋領來實現，即朝廷

封授少數民族酋領一個職官稱號，仍由他們世領其地，世長其民，朝廷不過問

其內部事務，只要其表示臣服就行5，而並未追求一律實行中央集權劃一的「天

下」。然而，在土司制度下，雖然王朝也對異民族實行間接統治，但也積極推動

了邊疆地區的「內地化」和非漢民族的「漢化」。明朝的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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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同時確立的，明朝在這些非漢族地區的統治，一定程度上表明土司制度一

開始就是作為過渡性措施，其終極目標則是土司制度的廢止和流官的導入。

清朝繼承了明朝的傳統，為了減少威脅而只設立五品以下的小土司，土司

的任務也只限於「惟貢、惟賦、惟兵」，從嘉慶年間開始以禁止土司出省等各種

手段來削弱土司勢力6。同時，清朝也繼承了明朝的改土歸流。雖早在順治、康

熙時期就已出現徵兆，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則是始於雍正時期，這與當時盛行

於漢族精英分子中的「種族中心主義」式排滿情緒的碰撞，不僅僅是一次歷史的

巧合。

1644年滿族入主中原之後，鼓吹種族主義最力者當推王夫之。王氏把滿族

與漢族之間的差別比作玉石與白雪之間的差異，二者雖然都是白色，但性質卻

完全不同，從而提出了「夷狄者，殲之不為不仁⋯⋯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

〔與〕之道，非以施之於夷狄者也」7。儘管王夫之的說法可能代表了當時一代人

中最極端的觀念，但明清之際的數位著名學者（如傅山等）都抱Ü夷狄不可被華

夏同化的觀念。這些建立在中國精英階層的文化價值觀念與學說基礎之上的表

述，不能說對民間普通國民的觀念沒有絲毫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精英份子

決定Ü規範與界定政治化群體的標準。

例如，雍正六年（1728）發生了著名的曾靜反清事件。曾靜是湖南的知識份

子，他在《知新錄》中寫到：「中華之外，四面皆是夷狄。與中土稍近者，尚有分

毫人氣，轉遠轉與禽獸無異」，表現出對夷狄的一種露骨的民族歧視。他稱清朝

對中國的統治是「夷狄盜竊天位，染污華夏」。曾靜為了呼籲人們不要承認滿清

對中國的統治，公然主張「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8。雍正親自組織了對曾靜的訊

問，之後又收集整理了曾靜的供詞及相關的上諭，冠以《大義覺迷錄》的書名於

第二年出版發行9。

雍正在書中主要批判一部分漢人思想中荒謬的「華夷」認識，證明滿族統治

中國的正當性。他坦率承認滿族自為夷狄：「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同時也

指出，中國歷史上華夷的區別在於文化的區別：「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

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

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bk雍正還認為，清朝的統治事實上給「中國」帶來了莫

大的利益：「歷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統，而自作此疆彼界。⋯⋯我朝統一萬

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

中國者大矣，至矣。」bl

因此，我們可以把清王朝從順治、康熙開始到雍正時大力推行的改土歸流

看作是一則「活廣告」，即這不僅僅是一個王朝對周邊民族地域統治政策的變

更，同時還是清朝企圖努力證明自己是正統中華王朝的一種政治手段。換句話

說，雍正希望通過非漢民族接受中華文化，即「華夏文化主義」的模式，來消除

基於「種族中心主義」之上的華夷區別。

清朝否定了漢人出於反清意識而持有的華夷、中外之分的思想，甚至違背

中華王朝以文化為背景推動「夷狄的華夏化」和「周邊的中國化」的傳統，在西南

地區以武力手段強行推行了「內地化」和「漢化」，因而清朝的改土歸流遭到了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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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抵抗。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就是，當年實行了改土歸流的西南地

區，正是今天中國社會最為穩定的民族地區。而清王朝最後征服的是居住於今

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圍綠洲的突厥語系居民，現被稱呼為「維

吾爾人」。「維吾爾」這一名稱是從1930年代起才開始使用的。也就是說，在這之

前，這Ã的居民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共同的民族。值得注意的是，

「維吾爾」名稱出現的時期，也正是維吾爾獨立思潮開始出現的時期。為甚麼一

個在此之前甚至沒有統一民族意識的集團中，能夠突如其來地出現民族獨立的

傾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有必要審視清王朝所採取的民族政策，檢驗其如何

培養突厥語系居民的族群意識，或者說向他們灌輸了甚麼樣的國家意識？

清王朝取「新闢疆圍」之意，將天山北部的准噶爾地區和天山南部的「維吾

爾」地區並稱「新疆」。「新疆」原是清王朝新得疆土之意，後來作為這一地區特有

的名稱被固定下來。清王朝將准噶爾人地區稱之為「北路」，天山南部的維吾爾

人地區稱為「南路」，設伊犁將軍管轄北路、南路和東路（即以前就已經進入清王

朝統治的新疆東部的哈密和吐魯番地區）。在此基礎上，清王朝實行了三種不同

的行政制度：

在包括烏魯木齊在內的東路，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設置了道、府、州、

縣，導入了與內地相同的州縣制。其原因有二：一是這一地區在唐朝施行過州縣

制；二是這Ã距內地較近，以前便有大量的漢族人及講漢語的回族移民定居於

此，並且這Ã是南北兩路與內地之間的交通要衝。正是由於導入與內地相同的制

度，使得後來這一地區的漢族、回族移民成為居民的多數。在北路的哈薩克、蒙

古遊牧民社會與東路的哈密、吐魯番地區的維吾爾社會，清王朝實行了扎薩克

制。所謂「扎薩克」就是「旗長」；扎薩克制實際上是一種軍政合一的制度，在中國

歷史上，它是王朝最大限度地承認被統治民族自治權利的制度。在南路的維吾爾

社會實施伯克制。「伯克」是突厥語「頭目」的意思，是表示統治階級身份的稱號。

清王朝以「伯克」為官，將維吾爾社會原來的官僚體制改造成了清王朝統治下的維

吾爾社會的統治體制，即所謂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

清王朝對維吾爾社會實行的各種統治政策有一個特徵，就是嚴格禁止維吾

爾人與漢人交流，防止維吾爾人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清王朝在北路實行駐防

兵制，即允許家屬隨軍且部隊不變更駐扎地；而在南路則實行換防兵制，即不

允許家屬隨軍並且部隊要在一定時間之後變換駐扎地bm。在南路，清王朝禁止軍

隊士兵與當地的維吾爾人結婚甚至進行交往，並且建「漢城」以區別於維吾爾人

居住的「回城」；同時，朝廷禁止中國內地的漢人進入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

商人前往貿易也要事先取得批准，且嚴格限制在「漢城」與「回城」之間的「買賣城」

進行交易bn。

清王朝也在新疆實行過屯田來補充駐軍軍隊的經費，但這種屯田主要集中

在北路，因為北路有大量的漢族和回族農民移民，而直到1831年為止，在南路

僅有數處「兵屯」而已bo。清朝征服維吾爾社會的第二年，乾隆決定「當以滿洲將

軍大員駐守」，露出了他想把新疆變為滿族的軍事自治領地的想法；伊犁將軍和

烏魯木齊都統被定為「旗缺」（只能任命滿族出任的官職）；對駐疆八旗兵採取消

「維吾爾」名稱出現的

時期，也正是維吾爾

獨立思潮開始出現的

時期。為甚麼一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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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態度，卻獎勵伯克子弟學習滿語bp；強迫漢人留滿族式髮辮，但在新疆只允許

高級伯克蓄留，即把它作為對維吾爾人的一種恩惠。清王朝還在新疆鑄製了與

中國內地貨幣異質同價的貨幣——普盧，以限制新疆人與中國內地人於內地進

行經濟交流bq。

這種充分反映了民族差別意識的統治體制，無論怎麼看都不能說是清王朝

的統治者出於保§國家邊疆的目的，而完全是出於防備漢族的一種私心而設。

由此，對於清王朝採取以上的統治政策，至少有一部分有勢力的維吾爾人認為，

這是清王朝對維吾爾人的一種「恩義」；反過來，出於一種道義感，他們承認了清

王朝統治的「合法性」。由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發動的「聖戰」（1864年穆斯林起義），

加上整個國家已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為清王朝改變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民族隔

離政策提供了契機，開始允許中國內地的農民移民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但由

於「聖戰」，清王朝在新疆的統治體系從此全面崩潰，新疆變成了獨立的政治單

位，於是沙俄和英國都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將新疆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國際勢力

的介入，最終致使1884年清王朝開始在新疆實行與中國內地一樣的省制。

以此為契機，新疆從此由滿族的軍事自治領地變成了中國國家的領地，漢

族人向包括天山南部維吾爾社會在內的各地區的移民活動也開始受到鼓勵，而

當地的居民也被定性為中國國家的國民。為了使當地人逐漸脫離民族風俗，接近

中華文化，清政府在各地建立官費學堂，同時強制推行對維吾爾人的漢語教

育。但是清王朝傳統的新疆統治制度，維持了維吾爾社會傳統的社會體制，使

維吾爾人的文化傳統和宗教傳統得到繼承；長期防止維吾爾人與漢人的接觸與

交流，使維吾爾人沒有被中華文化圈吸收，文化差異之大使得兩種文化在近現

代的碰撞之下，產生激烈的「反應」，族群矛盾尖銳，從而升級為族群衝突，直

至今天都綿延不絕。由於當時國家衰落，對於周邊民族來說，中華文化已不再

是唯一的具有絕對吸引力的文化，這時候想建立起新疆人的「國人意識」，不能

不說是為時已晚。在康、雍、乾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進入清王朝的統治之

下，這成為清王朝日後引以為驕傲的地方，然而，這三個地區也正是中國近代

以來頻頻爆發民族問題的地區所在。

清朝在中國西北與西南所施行的截然不同的民族政策，反映出兩種截然不

同的民族觀：「華夏文化主義」通過模糊族群意識，使得滿族的統治具有了「合法

性」；「種族中心主義」主張保持一個純潔的民族根據地，使之成為牽制「中國

人」、牽制「漢人」的政治資源。這種模式在非漢人統治王朝都有表現，但是清王

朝將其發揮到北部、西部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係上，以牽制漢人的力量，這是

比其他非漢族王朝更加「高明」的地方。

儘管清廷的這一策略在確立合法性方面獲得了成功，但最終卻無法徹底壓

制民間知識精英階層對其統治的「種族中心主義」式抵抗，並且在乾隆皇帝試圖

重新支撐或建構起滿族的身份認同時，前功盡棄。乾隆創製的對滿族淵源的經

典æ述《滿洲源流考》br，將雍正試圖在中原消弭的「種族中心主義」又一次喚醒，

並且推向又一個高潮——儒家的天下觀念被種族排外性所抵消。儘管這是作為

滿族裔皇帝擔心其本族文化徹底滅絕的結果，但乾隆此舉與滿族身份在十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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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後期悲劇性地膨脹並非全無干係。愈來愈清晰的族群界限和在此基礎上的族

群認同，使得族群關係日益緊張，最終導致了太平天國及辛亥革命時期滿族旗

人及其家屬被大量屠殺。但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在這之前的十九世紀最後幾

十年，各種教門及義和團「亂民」在企圖驅逐「可憎」的洋人過程中，支持清廷，

將其視作中國文化的代表。民間文化中這些因為外族（洋人）入侵而與滿漢之爭

背道而馳的趨勢正在醞釀，然而卻被接下來的革命黨人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指

導下，扼殺在萌芽狀態中。

反滿革命黨人章太炎、汪精§以及陳天華、鄒容、宋教仁等都以社會達爾

文主義觀念動員現存的文化象徵，來構建一面族群之牆，把滿族擋在牆外，但

世紀之交的革命黨人對於種族記憶的訴求並不僅僅局限於把滿族「他者化」，而

是要締造出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中華文化。貫穿於整個清王朝的「種族中心主

義」以及清統治者所採取的民族政策，使大多數少數族群都把自己看作清帝國的

一員，對於清王朝所採取的統治政策，認定是朝廷的「恩義」，因此而承認清王

朝統治的「合法性」，將自己視作與被迫納入清帝國的漢族平起平坐的族群。從

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今天所謂的「少數民族」在當時並不把清朝等同於「中國」。

顯然，1911年清王朝的滅亡為他們創造了爭取獨立的機會，而革命黨人極力宣

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又強化了獨立的緊迫性。

因此，革命黨人既然把民族與種族等同起來，就很難反對日益發展的蒙古

獨立運動及獨立蒙古國的建立，也無法對付西藏和新疆此起彼伏的危機局面。

也正是意識到這樣的弊端，孫中山迅速用五族共和的「文化主義」思想來補充自

己的種族主義結構，從而「名正言順」地繼承了大清帝國的邊界線，避免了社會

達爾文主義驅使之下的「分裂」禍端。從種族主義、同化主義轉向各民族自治，

這本身即是政策上的權宜之策——脆弱的共和國不僅面對Ü蒙古、西藏的分裂

運動，同時也擔心：若中國對這些地方的主權要求過於積極地加以壓制，會招

致帝國主義的威脅。

三　兩種民族觀對當下中國民族關係的啟示

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歷史上兩種民族觀的相互交替出現，並自始至終同時貫

穿於最後一個王朝，有利於我們正確地解析歷朝歷代的民族關係及其相關的政

策措施，從而借鑒促進民族融合的模式，以指導今天民族問題的解決。

2008年西藏拉薩發生的「3．14」事件、2009年韶關發生的「6．26」事件以及

新疆烏魯木齊發生的「7．5」事件，此起彼伏。正如巴克（Ernest Barker）所說，「如

果我們記住一個民族的生活現在多麼像『海底潛艇』（或許現在流行的話說，只能

採取『地下運動』的方式），那麼我們不能不預言它終會浮出水面。」bs由此，國家

高層在慎重考慮如何解決新疆問題的同時，把敏感的民族問題也重新提上了核

心議程。如何緩解當下各族群，特別是漢族作為主體民族與非漢族的少數群體

的緊張關係，成了當前最為人們關心的話題，也是最為棘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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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之下，國民的「民主」呼聲也愈來愈高，竟連一些知識份子也動不

動就拿「民主」說事兒，將中國現存的諸多社會問題無法解決的原因，簡單地歸

結為「民主體制不健全」，全民集體患上「民主幻想症」，認為只要建立起西方所

謂的「民主制度」，所有問題便迎刃而解。殊不知，民主政治是一個極其複雜的

政治體系，它的運作依賴於整個民族的文化，而非通過「改革」就能確立起來

的。因此，在筆者看來，抱Ü民主政治形勢必須在中國確立來解決迫在眉睫的

族群問題的態度，不免與古人以西江之水救涸轍之鮒的行為如出一轍。

回顧過去，我們不難看到，當今的大多數民族問題與歷史上被大多數人忽

略的「種族中心主義」民族觀有相當的聯繫。通過「華夏文化主義」和「種族中心主

義」民族觀這兩條截然不同的脈絡，我們可以清楚地意識到，一些學者所提出的

中國「多元一體格局」並非一個「自在」的實體，而是需要我們「去粗取精」，從政

治和文化傳統中剝離出適合我們現階段解決民族問題的新思路、新途徑。西方

通過民主的政府形式，在國際上樹立了公民國家的典型形象，無論是美國的「自

由多元主義」還是歐洲的「共同體」，都為世界其他多民族國家提供了寶貴的實踐

經驗和理論基礎，然而一味地模仿西方，最終只能是東施效顰，蘇聯解體後的

民族關係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今天，很多人認為新疆等民族自治區的問題不是甚麼民族問題，只是經濟

發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客觀現象，與族群、族性問題沒有關係。這種認識只是表

面地看問題。就算是經濟因素導致的族群矛盾，很大程度上也受族群特性的驅

使。換句話說，政府一味強調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認為國內生產總值（GDP）

的增長可以贏得族群認可，而忽視了族群矛盾的緣由之一也正是經濟的高速發

展。很多研究民族政策的人們，依舊固執地將經濟發展作為其解決民族問題的

核心、關鍵。

費孝通曾提到bt：

在同一塊地方不同民族出現貧富上的差距可以是立體的，⋯⋯青海省那麼

大的鹽礦，由甚麼人去搞，是否可以交給當地藏族去發展？如果向外地引

進人力和技術，也會發生現在海南島的立體差距⋯⋯我將這些就是說要具

體分析如何發展各民族的特點，讓他們自己發展起來。

這樣看來，費孝通甚有遠見！今天這種「立體差距」比比皆是，同一塊土地，少

數族群與漢族出現極為明顯的貧富差距，且日益擴大，使族群間的關係複雜

化，也自覺不自覺地使族群意識不斷膨脹。也就是說，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已經

對所謂的「民族團結」構成威脅，並且在現代化的推進下，少數族群的生產力仍

然得不到適應社會的發展。在這種水平差異下，經濟愈快速發展，對少數族群

的傷害愈大，最終因為不能適應發展而淪為「邊緣人」處於灰色地帶時，這種

族性就愈為突出。當然，也不是說停止經濟的發展，就能使族群關係緩和。依

照費孝通的看法，我們應該秉持Ü「讓他們自己發展起來」的思路來制訂發展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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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離出適合我們現階

段解決民族問題的新

思路、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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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人類從傳說時代起直到今天，始終面臨Ü民族問題的挑戰。有

所思考的人都清楚民族問題在任何性質的國家都存在，在任何情況下也都是最

為棘手的，而民族國家內部的族際利益衝突一直以來也都是最為典型的民族問

題。歷史已經證明，解決民族問題絕對沒有簡單的、整齊劃一的模式或路徑可

循。清王朝作為在中國民族國家興起之前的最後一個帝國，這種「華夏文化主

義」與「種族中心主義」的民族觀並駕齊驅、貫穿始終，從而給近現代中國留下了

難以下咽的苦果。行文至此，並非是要責難歷史，或是聲討滿清ck，只是在「大

漢族主義」死灰復燃、族群意識日漸增強的今天，族群衝突此起彼伏的當下，通

過回顧歷史認清問題的源頭，而釋放被壓抑的歷史也成為現階段我們重新認識

族群關係的重要籌碼。只有從本質上認識族群關係，並以此作為根據，制訂相

關的民族政策，才能造福子孫後代，避免歷史的悲劇再一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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